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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店楚简《五行》释义 

苟东锋 

--------------------------------------------------------------------------------------- 
摘要：简、帛《五行》的差异之处往往隐藏着简本的独特用意，分析后可以发现，简本的思想不仅可以自圆

其说，而且与帛本的思想有着重要不同。简本的主要内容是讲“德之行”与“行”及其两者的关系，前者论述了

仁、义、礼、智、圣从“形于内”而显诸于外，从而成德的天道过程，后者则论述一个人见贤人而反观内省，扩

而充之，以完成仁、义、礼、智之善的人道过程。“五行”思想最终所追求的“有德者”是人道向天道的复归。

此外，简本《五行》还保留了一些孔子和子思思想的古义。 

关键词：五行；德之行；行；德；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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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帛《五行》的出土使久被存疑的“思孟学

派”成为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但是随着讨论的广

泛和深入，“思孟学派”的轮廓却似乎变得越来越

模糊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论者对《五行》文本

的处理有很大分歧：有人认为帛本为优，简本为辅；
①
有人以为简本是初本，帛本为改动本；

②
有人则主

张两者大同小异。
③
这三种立场原则上可导致三种不

同文本，于是，以此为基础对《五行》思想的理解

也差异极大；更值得注意的是挺帛一派往往也借鉴

了简本的某些处理，而挺简一派则承认有的地方帛

本更好，这就使得对于《五行》文本及其思想的理

解更加错综纷杂了。
④
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五行》

研究的一开始就澄清：若完全依简、帛各自文本理

解，是否能够发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如果答案

是否定的，我们承认论者可根据自己的想法校对出

合理的本子，以此而研究“五行”思想。但如果答

                                                        
①庞朴《竹帛<五行篇>比较》，载《人民政协报》,1998 年

8 月 3 日第三版。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 212 页。 

②邢文《楚简<五行>试论》，载《文物》，1998 年第 10 期。 

③池田知久《池田知久简帛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版，第 55—56 页。丁四新《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33 页。 

④如对于“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圣……”一段的有无

问题，庞朴先生从整体上支持帛本，却在这里赞同简本；

而邢文先生从整体上支持简本，却在这里认同帛本。详见

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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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是肯定的呢？那么以上的看法都需要重新考虑。

以下工作就是试图说明简本《五行》背后确实包涵

了一套与帛本非常不同的重要思想。 

一、德之行与行 

《五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在起始部分提出了

“形于内”的“德之行”与“不形于内”的“行”

的区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德”与“善”、“天

道”与“人道”的区分。因此有人认为这部分可以

看作《五行》“全篇思想的总纲”，学者多赞同之。
⑤
但是关于“德之行”与“行”的关系，学界却有着

不同看法，大体而言，可分两类：一类认为《五行》

最强调的是“德之行”，另一类认为《五行》是“德

之行”与“行”并重的。前者又因其对“行”的不

同理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认为“行”指“未经

心灵体现出来的道德行为”，
⑥
或“泛指德行，即合

乎道德原则的行为”，
⑦
因此《五行》断然不会主张

这种“行”；另一种情况认为仁义礼智圣“皆在人

的心中，称为‘德之行’，其表现在外在行为者，

则称为‘行’”，
⑧
这种观点看似“德之行”与“行”

并重，实则此“行”就是“德之行”，其本身已经

“形于内”了，因而这里强调的仍可以看作是“德

                                                        
⑤参见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第 185 页。 

⑥杨儒宾《德之行与德之气——帛书〈五行篇〉、〈德圣篇〉

论道德、心性与形体的关系》。收入锺彩钧主编《中国文

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

文哲研究所,1992 年,第 417—418 页。 

⑦陈来《竹简<五行>篇与子思思想研究》,载《北京大学学

报》，2007 年第 2期。 

⑧黄俊杰《孟学思想史论:卷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

年版，第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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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
①
后者目前只有一种情况，即梁涛先生主张

的“《五行》的‘德之行’与‘行’实际是一种双

重道德律。”“前者是内在道德律，是主体自觉，

后者是外在道德律，是客观规范。”梁涛先生在提

出自己观点的同时对前面两种看法也分别提出了批

评，认为前者的问题在于其与儒家一向反对的“行

不由衷”相左，后者则有悖于《五行》对于“不形

于内”的突出强调。
②
我认为这两点反驳都是有效的。 

然而，“德之行”与“行”的关系是否就如梁

涛先生所言？这还要看所谓“双重道德律”是何涵

义。在梁涛先生看来，“双重道德律乃是早期儒家

的一个基本思想”，“它与郭店简其他篇目中的‘仁

内义外’说实际表达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最

早提出这一主张的不是别人，而是儒家的创始者—

—孔子”。梁先生认为这种“仁内义外”的思想“具

有过渡时期的二元倾向”，以此观之，那么孔子思

想也当是一种过渡性质的二元论了？这显然是值得

商榷的。此外，为了以示此“仁内义外”与告子之

“仁内义外”的区别，梁先生还指出：“郭店简的

仁内义外说主要讨论的是仁内与义外的联系”，“而

告子的仁内义外说则突出、强调仁内与义外的对

立”，此区分看似切中要害，问题是义外究竟怎样

通达而为仁内的呢？作者却语焉未详，只泛泛地说：

“（行）一旦与道德主体发生关系，成为人们的实

践对象时，则它已经开始‘意识化’和‘内在化’”，

但这种“行”的“内在化”是否就是仁内呢？梁先

生将《五行》的“心”与荀子的“心”等量齐观，

他认为荀子的“心”“基本上是认知心或理智心”
③
，

照此看来，他所谓的“行”的“内在化”也只能是

一种认知意义上的内在化，而仁内却主要是道德本

心意义上的内在化，这样就无法真正说明义外怎样

与仁内关联。可见，“双重道德律”的说法不能自

圆其说。 
不管怎样，梁涛先生提出《五行》对于“德之

行”与“行”是并重的，这一点值得重视。我也承

认这一点，但我以为并不能由此得出《五行》是一

种“双重道德律”，主张两种并列的成德路向。《五

行》的成德路向毋宁说只有一种，在这一路向中，

“德之行”与“行”是互补而为一体的，故而也是

并重而不可偏废的。这个结论的一个基本的理由是

“金声玉振”之论。简本第十章提出“【君】子之

为善也，有与始，有与终也。君子之为德也，【有

与始，无与】终也。金声而玉振之，有德者也。”

这段话将“有德者”也即成德过程看作“金声而玉

                                                        
①梁涛先生最早提出这个意见，他认为这里“既然‘行’是

来自内在的‘德之行’，那么它显然就已经是‘形于内’

的了，作者为什么还要强调它‘不形于内’呢？”参见：

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第 186 页。 

②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第 186 页。 

③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第 184—207 页。 

振之”。关于“金声”、“玉振”，孟子说：“金

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

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孟

子•万章》）《韩诗外传》认为“在内者皆玉色，在

外者皆金声”，（亦载《尚书大传》）可见，“金

声”为“不形于内”之事，乃至是智之事，而“玉

振”是“形于内”之事，乃至是圣之事，“金声”

“玉振”作为一个整体，这才是“有德者”。第十

一章将这一意思表达得更加明确：“金声，善也；

玉音，圣也。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唯有

德者，然后能金声而玉振之。”作为“人道”的“善”

与作为“天道”的“德”虽有所区分，但作为“金

声而玉振之”的“有德者”，则将两者作为一体。

由此可见，“形于内”的“德之行”与“不形于内”

的“行”在《五行》看来是成德的一个整体过程，

因而也是并重的。
④
 

基于对“德之行”与“行”的这一看法，我认

为竹简《五行》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

和第二章前半章，
⑤
这部分总论“五行”，将其划分

为“形于内”的“德之行”与“不形于内”的“德

之行”两种，并分别以“德”、“善”，“天道”、

“人道”对两者做了简单界定。第二部分为第二章

后半章到第二五章，这部分分别论述了“德之行”

与“行”及两者的关系。第三部分为第二六章到二

八章，这部分总结了“五行”的两个部分，旨在成

就“有德者”。其中第二部分又可析为三层：第一

层为第二章后半章至第九章，主要论述“德之行五

和谓之德”。第二、三层比较特别，需要说明的是

不管是简本、帛本还是当代研究者，想必都同意第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章是对第十一章后半段的

解说，两者不可分开，而第十二、十三、十四章也

分别有第十九、二十、二一章为其解说，两方亦不

可分割，那么我们不妨将这些解说分别安置到其被

解说的段落之后，以形成一个新的较好理解的章节

次序。若按这一章节次序，第二层为第十、十一、

十五、十六、十七、十八章，主要论述“德之行”

与“行”的关系，第三层包括第十二、十九、十三、

二十、十四、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章，

主要论述“四行和谓之善”。需要提醒的是划分篇

章结构只是为理解文义方便，强为之而已，实际上

《五行》经文也许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这种篇章结

构意识。 

                                                        
④值得注意的是，《五行》对于“德”似有两种用法：一种

是作为天道与作为人道的善相对而言，此时的德偏于“形

于内”之义；另一种是作为“金声而玉振之”的“有德者”

而讲，此时则兼内外而言。关于“德”的这一看法同样可

以应用于“德之行五” 与“五行”之间，“德之行五”

偏于“形于内”，“五行”则兼内外而言。 

⑤简本章节和引文可参见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

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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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之行五和谓之德 

据此篇章结构，《五行》经文可以看作一种总

分总之架构，其中第二部分篇幅最大，问题最复杂，

因而也是理解全文的关键。这里我们先来分析这部

分的第一层，这层主要讲“德之行五和谓之德”，

但是帛本内容的干扰使我们费了很大周折才看到了

这层意思。 
简、帛两本在这里有一个异常明显的差异，简

本所论“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智……不乐则

无德。”帛本则于其后补入“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

中心之圣……不乐则无德。”怎样辨析和取舍简、

帛此处的差异呢？这里依然有两种意见，有人认为

是简本疏漏，也有人认为是帛本误衍。但有意思的

是挺简派里却有人认为是简本疏漏，如邢文先生，
①

而挺帛派里也有人认为是帛本误衍，如庞朴先生。
②

可见，学者们对这个问题意见很不一致。然而庞朴

先生的个案却使我们看到简本此处绝非疏漏，而有

其深刻用意。在简本公布初期，学者大都以帛本为

准，如庞朴先生所说：“我和许多校注者，鉴于全

文各处多以智圣对言，而竹简此处独缺，便简单地

以为‘当系（竹简）误夺，应据帛书补’，遂轻易

地给补上了。”
③
后来庞朴先生专门撰写了《<五行>

补注》一文，主要内容就是确认了简本在这里是正

确的，而帛本的衍文则掩盖了简本的原意。庞朴先

生并非第一个在这里支持简本的人，在此之前，郭

沂先生就注意到根据前后文，智有广、狭义之分，

“中心之智”是针对前后文的三种智思而言的广义

之智，帛本补入了“中心之圣”之说与其相对，这

是把“中心之智”当作了狭义之智，所以帛本多出

一段必为衍文。
④
但是庞朴先生的思考更深了一步，

他认为简本此段包含了一个“忧—智—悦”的公式，

而这个公式则是“思孟学派认定的天道形于人心的

基本秘密所在”。
⑤
我们且沿着这种思路看下去。 

关于广义、狭义两种智。诚如郭沂先生所说，

简本第三章到第六章提出了一种思之智（“智弗思

不得”），此思之智又包括“仁之思也清”、“智

之思也长”、“圣之思也轻”三种。很明显，前一

种智是一种广义之智，后一种智则是一种狭义之智。

关于“中心之智”，如果我们认其为狭义之智的话，

那么与之并列的就不仅有“中心之圣”一段，还应

该有一段关于“中心之仁”的论述，但是帛本却并

没有什么“中心之仁”的论述，可见“中心之智”

                                                        
①邢文《楚简<五行>试论》。 

②庞朴《<五行>补注》,见“简帛研究网网上首发栏”2001

年 7 月，又载《文化一隅》，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27—134 页。 

③庞朴《<五行>补注》。 

④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 460 页。 

⑤庞朴《<五行>补注》。 

还是应该以简本为准从广义上来理解。广义与狭义

之智又有何区别与联系呢？这就应该来看“中心之

智”在“君子无中心之忧……不乐无德”中有什么

作用。那么，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庞朴先生认

为这段话中“忧—智—悦”的公式反映了天道形于

人心的基本秘密。我以为并不确切，其实这段话从

整体结构上是在说仁，这可从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中心之忧”与仁有关。这主要由第四

章的引诗可见，此章分别论述了仁与智、仁与圣的

关系并引诗为证。前后两段引诗均以“忧心”释仁，

陈来先生即认为此（中心之）忧“注家诸读似皆可

疑，当近仁之端也。忧、悦之义，盖取自经 6 章所

引之诗。”
⑥
其次，“中心之智”与仁有关。可从两

个方面看：一方面，“仁之思”包涵在“中心之智”

里面。另一方面，仁是智和圣的前提，这层意思亦

由第四章及其引诗可见，第四章前后两段分别先仁

而后谈智、圣，认为“不仁，不智”、“不仁，不

圣”，意为没有仁则不会有智，没有仁则亦不会有

圣。
⑦
此外，第四章前半段引诗之后，简本有一句“此

之谓【也】”，“此”者何谓？简本不明，帛本则

明说“此【谓】仁之思也精”，这里的意思是说如

果没有“仁之思”就会一直忧心而忡忡，有了“仁

之思”则可由忧而悦，可见“仁之思”乃是另两思

的前提。第三，“中心之悦”与仁有关。这一点最

显而易见，除第四章引诗以“悦”论仁外，第五章

专论“仁之思也清”也将“悦”作为一个重要环节，

而文章最后则总结说：“闻道而悦者，好仁者也”。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可以认定“忧—思—悦”

实际上是仁的三个阶段，仁最初是一种“忧”、“忧

心”或“中心之忧”，可以说只是“仁之端”，这

种端倪在“中心之智”的作用下能够转化为悦，悦

则是仁的完成。仁在这里被理解为一种纵向的发展

过程，因此你可以说忧是仁，可以说思是仁，亦可

以说悦是仁，但都不全面。以此方式论仁并非《五

行》的首创，孔子曾屡次将忧与仁联系而称“仁者

不忧”（《论语•子罕》、《论语•宪问》），显然，

这并非说仁者从来无忧，而是说仁可以将忧化为不

忧（悦），而这种化的能力，可能就是“仁之思也

清”。另外，孔子与宰我论“三年之丧”，以安、

不安论仁，宰我行一年之丧而未有不安，孔子以为

不仁，这是以忧论仁，他对宰我说“汝安则为之”，

这是以安（悦）论仁。而孔子之所以说“予之不仁”，

一个关键之处在于“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⑥陈来先生所谓“经 6章”亦即李零本第四章。参见陈来《竹

简<五行>章句简注——竹简<五行>分经解论》，载《孔子

研究》，2007 年第 3期。 

⑦此处学者意见有分歧，整理本认为“不仁不智”或“不仁

不圣”为一联合组词，是并列关系，魏启鹏先生提出这里

应为紧缩复句，是递进关系。当以魏说为是。参看魏启鹏

《简帛文献<五行>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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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嫌宰我不懂得长久持守，这或许就是“智之思也

长”。（《论语•阳货》）孟子思想也体现出对仁的

这种理解，孟子非常重视忧，不仅说过“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而且认为“君子有

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忧之如何？如舜而已

矣。”（《孟子•离娄下》）此外，孟子将恻隐之心

称为仁之端，并认为“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

（《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正可看作忧，思即智

思。由此可见，以此阶段发展之方式理解仁应是先

秦儒学的一个传统，而《五行》的这个特点尤其明

显。 

如果此说成立，我们对仁与智的关系应有如下

认识：广义之智（思）是一种横向的展开，仁、智、

圣三者都包涵其内，智（思）使仁成为仁、智成为

智、圣成为圣，如果没有智（思），那么便不会成

仁、成智、成圣。广义之仁则是一种纵向的发展，

它包括“忧—思—悦”三个阶段，如果没有“忧”

的开端，“思”的阶段便没有方向和动力，智与圣

也无从谈起，如果没有“思”的提升，便只有无尽

之“忧”，而不能“悦”。广义、狭义之智，广义、

狭义之仁可看作表现与被表现的关系，广义之智的

三种思是表现，“智之思也长”则是使之能如此表

现者，广义之仁的三个阶段是表现，“仁之思也清”

则是使之能如此表现者。仁与智在这里体现为一种

立体交融的关系，它们既相互区别，又互为前提。

我以为这正是竹简《五行》所特别彰显，而为帛本

《五行》所隐蔽的那层意思。竹简《五行》的这种

认识也并非其独创，子曰：“仁者不忧，智者不惑”、

（《论语•宪问》）“仁者安仁，智者利人”，（《论

语•里仁》）仁与智在其看来是既有独立意义又相互

关联的。孔子甚至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

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

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

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这就对仁、

智、庄、礼做了一种既区别又联系的解释。 
仁、智的关系既已清楚，那么仁、智、圣三者

的关系又如何呢？这里的关系可分两个层次：一、

仁是智、圣的前提；二、智、圣二者又表现出两种

相互独立而有所关联的性质。前一个层次的关系前

此已有论述，后一个层次则与慎独之论有关。简、

帛两本在具体论述了三种思之后，又有两段关于君

子慎独的文字。学者们对此已有研究，如李景林先

生指出此处的慎独突出了“独”字，偏重心性本体

义，而其他古籍中的慎独之论则突出了“慎”字，

偏重工夫义。
①
梁涛先生则强调古籍中的这些慎独之

论的原意都是“诚其意”。
②
这些解释虽有独到之处，

                                                        
①李景林《帛书<五行>慎独说小议》，《人文杂志》，2003

年第 6期。 

②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第 292 页。 

但却都忽视了此慎独之论在《五行》文中的涵义。

在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提出来，第一，此慎独之

论与前文有何联系？第二，这里的两个慎独之论是

否同义？ 
《五行》是一篇文意连贯，有较强逻辑性的文

章，所以此慎独之论必定是承接前后文来说的。慎

独之论前面讲“智之思”与“圣之思”，慎独之论

后面讲善与德的关系，而此前我们已经判定《五行》

这一层主要论述“德之行五和谓之德”。由此我们

大致可以知道此慎独之论首先是论“德之行”之“和”

的；其次，与智和圣有关。以下就通过具体分析来

证明这个推论。这两段话分别引诗以释慎独，先看

第一段引诗：“淑人君子，其仪一也”，诗出《诗

经•曹风•鸤鸠》。《毛序》谓：“《鸤鸠》，刺不

壹也。在位无君子，用心不壹也。”这是一首著名

的讽喻诗，以鸤鸠而喻有位无实之君子，那么鸤鸠

有何特质而值得如此表彰呢？此诗表明鸤鸠抚养其

子，众子“在梅”、“在棘”、“在榛”，即雏鸟

羽翼丰满而去，鸤鸠依然“在桑”，以此形容鸤鸠

不为外界所动，恒守其位而谋其职。《鸤鸠》又言

“其仪一兮，心如结兮”，可见这第一个慎独强调

内心的持守为一，所以才说“能为一，然后能为君

子”。再看第二段引诗：“【瞻望弗及】，泣涕如

雨”，诗出《诗经·邶风·燕燕》，《毛序》谓：

“《燕燕》，卫庄姜送归妾也。”后人对此有不同

见解，但不管怎样，这是一首送别哀婉之作则无疑。

由《五行》对此段的释辞“能‘差池其羽’，然後

能至哀”来看，至少《五行》作者对这段话的理解

应该是借“燕燕”而喻哀伤之情，因为是至哀，所

以才顾不上羽毛之参差不齐（“差池其羽”），飞

行之顾盼翱翔（“颉之颃之”），以及鸣叫之高低

不齐（“上下其音”）。可见，第二个慎独强调的

是内心对外在的超脱。至此我们看到，两段慎独之

论所强调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前者强调内心的持

守为一，我以为这是说“智之思也长”，后者则强

调内在对外在的超脱，我以为这指向“圣之思也轻”。 
由以上对慎独相关引诗的解读可以发现，“慎

独”之“独”，以内外言，则为内；以己物言，则

为己；以心物言，则为心；以一多言，则为一。“慎

独”之“慎”，《尔雅》释为“诚”，魏启鹏先生

训为“顺”，
③
两意相差不远。如此，慎独的基本意

思应该是顺诚与外相对之内，与物相对之己或心，

与多相对之一，其他涵义皆可由此引发。在这里，

有两种方式可达到对于“独”的持守，一种是通过

坚守其位而达到一，外面诱惑再多（多），都能坚

守分内之事（一），这正是“长”之意，所以此慎

独说的是智；另一种是通过内在对外在的超越而达

到一种绝对的内在，对内持重，自然看轻外在，这

                                                        
③魏启鹏《简帛文献<五行>笺证》，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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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轻”之意，所以此慎独说的是圣。这两种慎

独之论的共同点是都是“慎其独也”，此“独”，

换言之即为“形于内”之“内”，“形于内”是“德

之行”的基本特点，因此慎独就是通达“内”，其

义与“德之行五和谓之德”之“和”相通，后文所

言“圣、智，礼乐之所由生也，五行之所和也”，

或许正因此而发。但是这两种慎独之论又不尽相同，

这种不同实际上是圣智的不同，而圣智的不同正是

下一层论述的核心问题，《五行》就此讨论了德与

善，德之行与行的关系。如果细心留意，会发现还

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就是既然说这里论述了“德

之行五和谓之德”，那为什么至此只论述了仁、智、

圣三者？问题的答案是义、礼二者分别由圣、智派

生而出，但这个说法是在下一层中才论说清楚的。 

三、由德之行到行 

简、帛两本在这一层有两个重要差异，一是“不

聪不明……”一段被调到“不变不悦……”、“不

直不肆……”、“不远不敬……”三段之后，相应

的，此四段的解说文字的顺序也有所调整。二是帛

本在“不聪不明，不圣不智”两句中补入了一些内

容。这两个差异孰是孰非，同样存在争议。一般认

为，此处第一个差异是简、帛经文的主要区别之一，

在支持帛本次序的庞朴先生看来，两个版本主要是

理解上的不同造成的，帛本按仁义礼智圣的顺序谈，

循序渐进，而简本先仁义礼而谈圣智，并“接着圣

智而谈了五行四行，把一个总结性的论断提到了不

前不后的中间位置，便未免进退失据，露出马脚了。”
①
但是在赞同简本次序的郭沂先生看来，综论五行四

行的那部分并不是一个总结性的论断，而是贯通前

后的中间环节，因而“真正‘露出马脚’的，倒是

帛本”。
②
不过在我看来，要弄清楚这第一个差异必

须先解决好第二个差异的问题，因为第一个差异涉

及的文字正是对第二个差异涉及文字的解说。关于

第二个差异，简本到底补入了什么内容也许还有争

议，
③
但帛本的两个意图则很明显：其一、试图为圣

与智建立某种直接的关联；其二、认为“不聪不

明……不圣不智”与其后“不智不仁……不乐亡德”

的句式逻辑相同。实际上按照简本分析，圣智之间

并没有某种直接的关系，所涉文字前后两部分的句

式逻辑也并不相同，简本如此，仍有其深层用意。 
先来看圣智关系，有三个证据可以说明圣智之

间并无直接关联：第一、从简本《五行》经文来看，

虽然经常圣智并提，但并没有论述过圣智之间有直

                                                        
①庞朴《竹帛<五行篇>比较》。 

②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第 462 页。 

③裘锡圭先生认为可能补作“不明不圣”，见荆门市博物馆：

《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第 152

页。魏启鹏先生认为殆可补为“不明不知，不知不圣”，

见《简帛文献<五行>笺证》，第 73 页。 

接关系。第二、“不聪不明，不圣不智……”后面

有四段解说文字，这些文字中也没有讨论过圣智关

系。第三、通过分析这些解说文字还可发现“不聪

不明，不圣不智”实际是说不聪则不圣，不明则不

智，这与前文“圣之思也轻……不忘则聪……形则

圣”、“智之思也长……不忘则明……形则智”是

一个意思，只不过前文先由“圣之思”“智之思”

引出聪明，再由聪明引出圣智，这里则直接由聪明

而谈圣智。这三个证据已经充分说明在简本看来，

圣智并无直接关系，但这里也引出一个问题，为何

由聪明而再次引出圣智？在我看来，主要有两方面

的原因：一方面，前文所及，只有仁智圣三者，所

以这里由圣而生出义，由智而生出礼。
④
将“德之行

五”分两次叙述，推其用意，这固然因为与义、礼

相比，仁智圣具有更根本的意义，但同时也强调了

义与礼“行之”与“敬之”的特点，这大概也是《五

行》一开始就说“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谓之君

子”的原因。另一方面，这里引出圣并说“圣人知

天道”、“行之而时，德也”，而“德之行五和谓

之德”、“德，天道也”，因而这是对“德之行五”

的总结；这里还说到智，但智有两个作用，除了以

与圣不同的方式使“德之行五和”以外，还担负连

接“四行”的任务，下面将着重论述这一点。 
既然“不聪不明，不圣不智”的意思其实是“不

聪不圣，不明不智”，那么其与“不智不仁，不仁

不安，不安不乐，不乐亡德”的句式逻辑并不相同。

因此这里就论述了两种智，一种是“不明不智”之

智，另一种是“不智不仁”之智。由后文的解说来

看，这两种智正好分别对应于“见而知之，智也。

知而安之，仁也。安而敬之，礼也。圣智，礼乐之

所由出也，五【行之所和】也。和则乐，乐则有德，

有德则邦家兴”和“见而知之，智也。知而安之，

仁也。安而行之，义也。行而敬之，礼也。仁，义

礼所由生也，四行之所和也。”显然，前一种智与

“五行”相关，后一种智则与“四行”有关。关于

“五行”，帛本作“【仁】义，礼乐所由生也”，

即使礼乐可泛指礼义，这也与前文以圣智而论义礼

不合。不过简本也很让人费解，按照上下文义推断，

此处应为“圣智，礼义之所由生也，德之行五之所

和也”。对此，我们只能这样推测：简本之所以将

                                                        
④简本第十五、十六、十七章在解释了（不）聪、（不）明、

（不）圣、（不）智以后，分别由圣出发说：“闻而知之，

圣也。圣人知天道也。知而行之，义也。行之而时，德也。”

由智出发说：“见而知之，智也。知而安之，仁也。安而

敬之，礼也。”这其实就是关于“德之行”之义、礼的论

述，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必将“不直不肆……”和“不远

不敬……”两个本来是论述“行”之义、礼的文字算在讨

论“德之行”的范围之内了。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第十

七章有两段“见而知之，智也……”的论述，原因正在于

“德之行”的智有两个作用，一个生出“德之行”之礼，

一个引出“四行”。 



 

 ·40·

“德之行五”表述为“五行”，并将“礼义”写作

“礼乐”，是因为圣智不仅使“德之行五和”，其

中的智还使“德之行五”与“四行”相和。
①
“德之

行五”与“四行”的关系是《五行》的终极问题，

前面从“德之行”的角度说：“君子无中心之忧则

无中心之悦……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又从

“行”的角度说：“不智不仁，不仁不安，不安不

乐，不乐无德”，两者都以“乐”、“德”为最终

结点，这里论“五行”之和也以“乐”、“德”为

结点，并说“有德则邦家兴”，可见《五行》最终

追求的是结合并超越了“德之行”与“行”的一种

“有德者”的状态，这种“有德者”既“知天道”，

又行仁义，因而可以兴邦家，而“邦家兴”一向是

儒家的现实关怀和终极理想之所在。关于“四行”，

帛本这里写作“仁义，礼智之所由生也”，说文释

为“言礼【智】生于仁义也”，这种说法显然与前

文由智而引发仁义礼的说法不一致。简本的写法则

很通顺，说的是义、礼二者是经由仁而从智中生发

出来。这是“四行”产生的基本逻辑，但是怎样由

智而到仁义礼？这要到下文才能说清楚。 

综合这一层来看，此为过渡性质的文字，在全

文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前一层谈到了“德之行五”

之仁智圣的涵义及其相互关系，最后以两种与圣智

相关的慎独之论来说明“德之行五和”。“德之行

五和，谓之德”，德与善相对，因此这一层中一开

始，先通过“金声玉振”之论来谈善与德的关系，

基本观点是“不形于内”的“行”与“形于内”的

“德之行”、“智”与“圣”、“善”与“德”，

作为有始有终的整体，共同成就了“有德者”。紧

接着，又以聪明之论而重新引出圣智，一方面说明

了义礼之所由生，另一方面，由圣智对五行（德之

行五）做了进一步的总结，也引发出了智的另外一

层涵义，从而进入到“四行”的叙述。 

四、四行和谓之善 

本层中涉及的简、帛差异是由前面的简、帛次

序差异引发的，具体来看，帛本将“不变不悦……”

等放到了“不聪不明……”之前。这就给人一种印

象，似乎“不变不悦……”等三段所说的仁义礼是

接着前文的仁智圣而继续谈“德之行五”。但这样

一来有两个问题就说不通了：其一、如果说前文“仁

之思也清……”、“智之思也长……”、“圣之思

也轻……”是在讲“德之行”，这里也是在讲“德

之行”，那么为何讲述的方式和涵义不同，并且重

复讲了仁？其二、如果将“不变不悦”等讲仁、义、

礼的部分算到“德之行”的部分，那么讲“四行”

                                                        
①“和”在简本有沟通两者而为一之意，所以“德之行五”

中，圣、智分别沟通仁、义与仁、礼，在“四行”中，仁

沟通智与义、礼，而在“五行”中，智则沟通“德之行”

与“行”，“德之行”与“行”是“五行”的两个方面。 

的部分就只剩下“不简不行……”和“简之为言犹

練也……”等内容了，但这里面却只谈了仁义关系，

并未正面论述仁、义，更没有提礼与智。按照简本，

“不变不悦……”等可以划分到“四行”的范围，

就完全没有这些问题了。但这里尚有三个问题需要

解答：第一、仁义礼与智有什么关系？二、为何强

调了仁义关系？三、最后谈“心”的意义何在？ 

关于第一个问题，前面我们认为“不智不仁，

不仁不安，不安不乐，不乐亡德”以及“见而知之，

智也。知而安之，仁也……同则善”与此有关。但

是这两段文字只能说明：智由“德之行”产生并且

是仁义礼的开端。至于智是怎样作为“德之行”的

一项而与作为“行”的仁义礼产生关系，我们尚不

清楚。我认为这个问题的关节点在于如何理解“变”

字。学者们对“变”字的理解分歧很大，未有确解，

甚至表示不解。庞朴先生认为“变”通“恋”，为

眷念之意，刘信芳先生认为可释为“动”，陈伟先

生以为当释作“喜悦”，魏启鹏先生将其视为“免

免”，陈来先生则怀疑“不变不悅，变字于义无解”。
②
“变”字之所以人言人殊大概是因为人们很难将这

个字的本意与仁联系起来，
③
这个字看起来似乎“于

义无解”。但是论者可能忽视了两方面的问题：一

方面，《五行》对“变”有确切解释：“颜色容貌

温，变也”；另一方面，此处的“不变不悦”主要

是说明智与仁的关系，而非解释仁本身。依《五行》，

“变”首先是一种“颜色容貌”，其次是一种特定

的“颜色容貌”：“温”。这样一来，凡以内心来

解“变”者都不对，而以外貌解而不属“温”者亦

不确切。因此，上面五种解释都不能算对，所谓“颜

色容貌温”，用《五行》的另一个词来说其实就是

“玉色”。 

“玉色”与仁相关：“仁之思也清……温则

悦……爱则玉色，玉色则形，形则仁”，也与智相

关：“智之思也长……明则见贤人，见贤人则玉色，

玉色则形，形则智”。可见，“玉色”是仁和智共

同的外部表现，如果说智可以看作“见贤人而知其

有德”，那么要做到“知而安之，仁也”就必须“玉

色”，因为“玉色则形，形则仁”。《五行》提出

“玉色”的问题是要解决外在于我的智（贤人）和

内在于我的仁（中心）的关系问题。这里的内外关

系显然不仅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关

系，而关涉到一个人（内）与另一个人（外）的交

往问题。“德之行”与“行”的关系也是这样，“德

之行”本来是以“形于内”为本质特征的，其最高

表现是成智、成圣，以至成为有德者，但是有德者

对他人来说却是外在的，而且由于圣与德从根本上

                                                        
②参见王佳靖：简帛《五行》校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汉语

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4 年 5 月，第 39 页。 

③《说文》：“变，更也”。《小尔雅》：“变，易也”。

《白虎通》：“变者,非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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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一种内在气象，所以“德之行”只表现为“见

而知之”的贤者，“行”所涉及的问题就是要解决

怎样将外在于我的贤人之智和内在于我的中心之悦

沟通起来，“玉色”就担任着这样一种沟通的角色。

用《中庸》的话来说，“德之行”相当于“自诚明，

谓之性”，“行”则相当于“自明诚，谓之教”，

“德之行”与“行”的关系可以看作性与教的关系

问题。 

那么，“玉色”怎样沟通内外？《论语》中子

贡的一句话值得参考：“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学而》）

孔子自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

教、学并行，但是怎样将外在于他人的东西学到我

这里来呢？子贡的话提示我们其要在于颜色容貌之

温良恭俭让。孔子很重视色，“君子有九思”，其

中两项是“色思温，貌思恭”，（《论语•季氏》）

色微妙而难以把握，所以谈到孝时曾说“色难”，

（《论语•为政》）言语虽然重要，但“未见颜色而

言，谓之瞽。”（《论语•季氏》）色在孔子思想中

的作用可能介于仁礼之间，一个人的内在之仁往往

直接体现在其颜色上，礼的精华也常常体现在执礼

者的颜色而非纯粹形式上。孟子对色有更深的体会：

“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

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

《郭店竹简•成之闻之》也有“形于中，发于色”的

说法。所以“玉色”是将内外两人都搁置在仁的范

围之内了，只有在前提上将人与我都置于一体之仁

内部，所谓的内外沟通才成为可能。但是因为色毕

竟还是一个人的外貌，所以孔子极力反对“色取仁

而行违”（《论语•颜渊》）和“巧言令色”之人。

（《论语•学而》等）色很微妙，经常变化多端，所

以谈到色往往说“变色”，
①
《五行》或许就是在此

意义下才以“不变不悦”言色。 

将“变”理解为“玉色”也就能够理解所谓“不

形于内谓之行”与“见贤人，明也”有关。贤人在

外，故曰“不形于内”，人我皆“玉色”，则此“明”

自然复返于“中心”，“以其中心与人交，悦也”，

迁此“悦”于亲戚他人，就做到仁了。此外，《五

行》以“直”、“远”为起点而论义、礼，“直”

为“中心辩然而正行之”，“远”为“以其外心与

人交”。“直”和“远”与“变”有所不同，“直”、

“远”的对象为“中心辩然”和“外心”，均为心，

而“变”的对象是“色”，前两者为内，后者为外，

“直”、“远”以心而论的情况可能正是“变”沟

通了内外的结果，因此《五行》才说：“见而知之，

智也。知而安之，仁也。安而行之，义也。行而敬

                                                        
①如“见齐衰者，虽狎，必变……有盛馔，必变色而作。迅

雷风烈必变。”（《论语•乡党》）。“王变乎色，曰：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孟

子•梁惠王上》） 

之，礼也。仁，义礼所由生也，四行之所和也。”

所以“直”和“远”必与“变”有关，从而与“见

贤人”有关。“见贤人，明也”，但是见贤人可明

在于贤人有其“明道”，见贤人能明则在于见者有

聪明，所以“直”与“远”一定有两个来源：一个

是外在的贤人之道，另一个是自己的内在之聪明。

见贤人之“明道”而复返于内在之聪明则可产生“辩

然”与“外心”之心，行此“辩然”之心，以此“外

心”与人交，就做到义与礼了。由此可见，仁义礼

虽然都和“见贤人”有关，但其内在的出发点却不

同，仁的内在根基是“中心之悦”，此“悦”又由

“忧”—“思”转化而来，义、礼的内在基础却只

能是内在之聪明，“中心之悦”可以看作一种心的

情状，而内在之聪明却是一种心的能力，两者有本

然的不同。
②
那么，两者有何关系呢？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仁义关系。一般来讲，

论述了仁义礼之后，就应该讨论三者的关系了。但

《五行》这里却讨论起了简匿关系。何谓简？《五

行》明言：“简，义之方也”，“刚，义之方”。

关于匿，则说：“匿，仁之方也”，“柔，仁之方

也”。看来，简匿关系就是仁之方与义之方的关系，

由于“四行”主要关注“行”，所以仁之方与义之

方正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但是这里为何没有礼之方

呢？大概就是因为义礼的内在基础都属于心的能

力，可以化约为一来看，而仁的内在基础是心的情

状，两者有质的不同。义的原则是“简”、“不以

小道害大道”，简有果敢实行之义，但这并非无内

容的实行，义以“中心辩然而正行之”为起点，辩

通辨，《说文》释为“判也”，《小尔雅》释为“别

也”，判别清楚即是明，可见此简以内心之明为前

提，目的是不以小道害大道，因而义之方就是果敢

地实行大道，简言之为刚。仁的原则是“匿”、“辩

于道”，匿，《说文》释为“亡也”，《广雅》释

为“藏也”，但这里并非全部藏匿，而是赦小罪，

可想而知，此匿因爱而生，目的是辩于道，因而仁

之方就是有原则地施爱，简言之为柔。由此可见，

义与仁的最终目的都是追求道，而刚柔的方法也可

以并存，因为两者适应的场合不同。关于刚柔的关

系，《五行》引诗以述曰：“不强不梂，不刚不柔”，

诗出《诗经•商颂•长发》，原作：“不竞不絿，不

刚不柔”，竞、絿二字，各家说法不同，但强与梂

                                                        
②忧—思—悦与聪明的区分相当于孟子良知与良能的区分。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

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

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孟子•尽心上》）孟子提出良知、良能并分别以亲亲、

敬长，仁、义来说明，可见孟子也自觉分心为二，由仁义

行而达之天下。《五行》以仁义两方面来概括仁义礼，认

为仁义并行就可以达诸君子道，最后实现邦家兴。两者可

通。 



 

 ·42·

或竞与絿字义相反，且与刚、柔二字相应，则各家

并无异议，因而“不刚不柔”之意应该是既不全部

刚，也不全部柔，而是该刚时刚，该柔时柔，刚柔

并济，这与孔子时中与中庸的思想是一致的。 

《五行》在这一层的最后谈到了“心”的问题，

认为“耳目口鼻手足六者，心之役也。心曰唯，莫

敢不唯……和則同，同則善。”梁涛先生认为此“心”

与荀子的心接近，“基本上是认知心或理智心，心

不能自我立法，不能直接表现为道德行为”。
①
这段

话与《荀》相关一段话确有类似之处，
②
且不论荀子

的心是否只是一种认知心或理智心，从上下文来看，

《五行》此心却并不能简单概括为认知心或理智心。

此心是对前面三种心的综括，与仁相关的“中心之

悦”，与义相关的“中心辩然”以及与礼相关的“外

心”。分析后发现“中心之悦”是从“中心之忧”

经“中心之智”转化而来，直接表现为“以其中心

与人交，悦也”，“中心辩然”与“外心”则是见

贤人而复返于内心之聪明产生的。“中心之悦”是

心的一种本然情状，“中心辩然”与“外心”则是

由内在之聪、明间接产生的。如果说“中心之悦”

代表一种道德本心，那么“中心辩然”与“外心”

则与认知之心有关。可见，此心既不是一种单纯的

认知心，也不是一种单纯的道德本心。且考虑到“仁，

义礼之所由生也，四行之所和也”，那么“中心辩

然”与“外心”可能都与“中心之悦”有关，都具

有兴发力，因而此心的最大特点恰恰是自我主宰和

立法，并且一定要表现到行中去。可以发现，这里

以一心而论三心，是在总结“四行”，“四行和，

谓之善”，心为主宰，外在言行皆可和而同之，故

曰：“和则同，同则善”。 

余  论 

至此，竹简《五行》分别叙述了“德之行五”、

“四行”以及两者的关系，其思想的基本结构已经

展示出来了。最后一部分再次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

高度概括，并点明了主旨。这部分首先提出了两类

致知方式，一类“天施诸其人”，一类“其人施诸

人”，前者通过三种途径“目”、“喻”、“譬”

“进之”而知之，后者则通过一种叫做“幾”的方

式而直接知之。“目而知之”、“喻而知之”、“譬

而知之”偏重于经验层面，“幾而知之”则偏重于

直觉层面，这一点学者们毫无异议。让人心存疑义

的是这两类致知方式是否是二元对立的？按梁涛先

生的观点，三种“进之”的致知方式属于荀子式的

                                                        
①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第 204 页。 

②其实不仅《荀子》中的心与此有相似处，其他文献诸如《孟

子•告子》、《尸子•贵言》、《管子•心术》、《吕纪•贵

生》、《淮南子•诠言》、《文子•符言》等中关于心的论

述亦与此段有相通之处。因此，不宜轻易断言此心为认知

之心。 

“积善”，而“幾”则与天道有关，属于“成德”，

《五行》提出“幾而知之”是为了“转善成德”，

梁先生又主张《五行》的思想是“德、善的二元论”，
③
那么，德、善既是二元，又怎样能够“转善成德”

呢？我认为，《五行》的“德之行”与“行”，“德”

与“善”不必理解为二元对立的，而可以解读为相

互融通的。 

实际上，三种“进之”的致知方式正是“四行”

得以成“行”的方式。《五行》在“四行”部分的

后面提出“君子集大成，能进之，为君子。弗能进

也，各止于其里”。“集大成”与“金声玉振”并

不相同。
④
由竹简《五行》的原意来看，“集大成”

可能只属于“金声”的范围。因为《五行》接着“集

大成”又说：“……疋纑纑达诸君子道，谓之贤。”

所谓“贤”是智之事，而要达到金声玉振，需要两

个条件，智之事的金声是“始条理者”，圣之事的

玉振是“终条理者”，可见“君子集大成”只是智

的完美体现，属于“金声”的范围，也是“四行”

的最高体现者。“幾而知之，天也”却与圣相关，

因为“圣人知天道也”，圣属于玉振，所以“幾”

属于“玉振”的范围。可见，两类致知的方式也可

以看作金声玉振的关系。“金声而玉振之”是一个

有机整体，如果说“金声”代表了“四行”的仁义

礼智，“玉振”是“圣”的话，那么作为“终条理

者”的“玉振”其实已经包涵了作为“始条理者”

的应有之义，因而“玉振”其实也就代表了“德之

行五”，金声玉振的关系也就是“四行”与“德之

行五”的关系。 

让我们回到《五行》的起始部分，其实仁义礼

智圣分别只有一种，只是可以从两个角度讲，“形

于内”的角度是说仁义礼智圣都有“形于内”的心

性论依据，对仁来说，是由“中心之忧”到“中心

之智”到“中心之悦”而显诸于外的过程，对于圣

智和义礼来说，则是一种内在之聪明显诸于外的过

程，此五者皆由“天施诸人”，因而是“天道”。 
 

（下转第 31 页）

                                                        
③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第 202 页。 

④孟子曰：“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也”

（《孟子•万章》）帛书《五行》“说”文曰：“大成也

者，金声玉振之也”。但这两个说法未必可信。简、帛《五

行》的主要差异体现在简本强调“德之行”与“行”的区

分，帛本却有意混淆两者的区分，在此情况下，金声玉振

与集大成也被看作差别不大。孟子思想也与帛书《五行》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礼记•学记》的记载就与此两者

不同：“九年知类通达，强力而不反，谓之大成。”这里

的“大成”显然系指“择善而固执之”的“诚之者”，“诚

之者，人之道也”，所以这个“大成”指“行”与“善”

而言。因此，《孟子》与帛书《五行》的材料并不足以证

明集大成就是金声玉振，而恰好证明了两者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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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属文，学庾信体”。 诗以奉和赵王为题者，

庾信有 18 首之多，而王褒仅一首，且为与庾信同赋。

数量差别之大，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艺文类聚》

的判断。 
杨慎《升庵诗话》“清新庾开府”条，以“峡

路沙如月，山峰石似眉”等诗句为其代表。钱钟书

先生评价庾信诗文“用事每重见叠出”，
②
如《思旧

铭》有“孀机嫠尾，独鹤孤鸾。”《拟咏怀》为：

“抱松伤别鹤，留镜映孤鸾。”《代人伤往》之一

为：“青天松上一黄鹤，相思树下两鸳鸯。”《奉

和赵王途中五韵诗》有：“峡路沙如月，山峰石似

眉。村桃拂红粉，岸柳被青丝。”《上益州上柱国

赵王诗》之一为：“两江如渍锦，双峰似画眉。穿

荷低晚盖，衰柳挂残丝。”《咏画屏风诗》二十五

首之八“ 拂缘堤柳，甍飘夹路花。”即便《春赋》

的“眉将柳而争绿，面共桃而竞红”、《哀江南赋》

的“血暗如沙，冰横似岸”，也都有化用柳、眉、

沙、岸的痕迹。尤其《奉和赵王途中五韵诗》与《上

益州上柱国赵王诗》均以“眉”喻山峰，前诗“峡

路沙如月，山峰石似眉”与后诗“两江如渍锦，双

峰似画眉”在景物描写和构句方式上如出一辙。如

果说《上益州上柱国赵王诗》为庾信所作无疑，那

么《奉和赵王途中五韵诗》也当为庾信所作。鲁同

群先生（1997）认为庾信此诗作于 562 年 11 月至

570 年 7 月之间。 579 年滕王宇文逌《庾信集》编

成，其间相隔不到十年，宇文逌应当收录此诗，以

至于后人辑录的各种庾信诗文集才一直把它保留了

下来。《艺文类聚》把这首诗误置于王褒名下，原

因暂不可考。 
以上分析可见，文献考证中，从早、从近原则

的应用往往不是单一、片面的，它也需要多方面材

料的支撑和印证，尤其对于一些一开始记载就有讹

误的文献，应该尽量寻找各种有力的证据，才能有

效地鉴别材料的真伪。 
（责任编辑：闫丽） 

 
①《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列传附文帝诸子列传》。 
②《管锥编》卷 260。 

见鲁同群《庾信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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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形于内”的仁义礼智是说一个人在社会中怎样从外在于我的贤人那里获得启迪，从而开启自己内

在的良知良能，扩而充之，以成就现实的仁义（礼）之行，这种实现是“其人施诸人”，因而是人道。可

见，“形于内”的“德之行”与“不形于内”的“行”并非并列的两条成德路向，“德之行”属于“性”，

“行”属于“教”，成德作为一种工夫，只能是“教”与“行”之事，“教”是自明诚，因而《五行》的

成德路向是人道向天道的复归。因此，所谓“金声而玉振之”并不是说“不形于内”的“行”与“形于内”

的“德之行”皆可成德，也不是说前者可以升级为后者，而是说“行”以“德之行”为内在根据，在行善

过程中如果最终对善的内在根据达到自觉体会，知其为“天道”，就可以由智而入圣，从而成为“金声而

玉振之”的“有德者”。
①
《五行》最后论仁义礼而后论德，这正是由“行”向“德之行”，由“善”向

“德”的金声玉振之论。所谓：“闻道而悦者，好仁者也。闻道而畏者，好义者也。闻道而恭者，好礼者

也。闻道而乐者，好德者也。” 

以上分析使我们看到，竹简《五行》在文本方面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在简、帛的主要差异之处，竹

简《五行》往往有其独特用意，仔细辨析这些地方就可以发现竹简《五行》的思想不仅可以自圆其说，而

且包涵着很多孔子以及子思学说的古义。相比于简本，帛书《五行》或者是没有看到简本的用意或者是有

意改之，但可以肯定的是帛书《五行》所主张的思想与竹简《五行》并不相同，其思想更接近于孟子。
②
如

果简、帛《五行》的这个关系搞清楚了，那么儒家思想从孔子到子思，再到孟子一系发展的情况就可以渐

渐浮出水面了。 

（责任编辑：刘兵） 

                                                        
①关于由智入圣，由善入德可以这样理解：圣的特点是“形于内”，成圣的途径是“慎独”，而圣人的标志是“知天道”，

“慎独”有两种涵义，一种是坚守本位，一种是超脱外在，分别对应于智圣，两者虽然都以“独”（内、一、心、我）为

归宿，但圣更强调了“独”的本体性，智则对这一点并无自觉，认识到“独”的本体性也就“知天道”了，知天道本如此，

自然悦之乐之，“乐则有德”，至此集大成的君子就可以“玉振之”而成为“有德者”了。 

②关于帛书《五行》与孟子思想的关系可参考陈来《竹帛<五行>篇为子思、孟子所作论——兼论郭店楚简<五行>篇出土的历

史意义》，载《孔子研究》2007 年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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